
美国主流报纸的中国环境形象建构:
“议题关注周期”视角

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Herbert Blumer）认为社会问题与其说是客观条件，

不如说是集体定义过程的产物，[1]在此过程中交谈、传播、话语对公众与政治关

注起到了关键作用。[2]随着我国环境与发展矛盾的加剧，西方主流媒体加大了

对我国环境议题的报道力度，向全球公共领域呈现了一张生态维度的中国侧

面像。建构主义的视角不仅质疑侧面像的失真度，还追问以下问题：为何某些

环境议题与主张被媒体赋予了特殊的显著性？媒体关注的倾向与力度是持续

的还是周期性波动的？如果答案是后者，驱使媒体关注周期性变化的动力是

什么？通过对媒体关注轨迹的历时性考察是否可以预测未来美国媒体报道中

国环境的趋势？本文采用美国学者安东尼·唐（Anthony Downs）的“议题关注

周期”（issue-attention cycle）模式作为考察上述问题的路径。[3]这一模式过

去多被用来揭示本国媒体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变化，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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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安东尼·唐的“议题关注周期”模式考察美国主流报纸在2000-2013年间报道中国环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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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美国主流报纸的中国环境形象建构还是一

个崭新的话题。

一、文献回顾

1972年唐氏在他的“种子”论文《生态问题

的兴衰——“议题关注周期”》中，以第一代环境

问题（空气与水污染）为例，指出美国公众很少

持续关注某个重要的国内社会议题，相反有一个

“议题关注周期”。这个周期由“前问题阶段”“问

题惊现与欣快的热情”“认识到重大进展的代

价”“公众兴趣的逐步消退”以及“后问题阶段”

构成。他认为产生关注周期的原因一是特定问题

本身的属性，二是传播媒介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方

式。经历关注周期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以下属性：

（1）受特定问题困扰的往往是社会成员中的少

数，这意味着他们的遭遇最终会淡出多数公众的

视野；（2）问题的根源是有利于多数人或者权势

群体的制度安排，意味着它的解决最终需要制度

的根本改变，而这种改变又是相当困难的；（3）问

题没有内在的令人兴奋的特征，意味着新闻报道

会很快令多数公众厌倦，当媒体意识到公众兴趣

衰减后会转移报道焦点。

唐氏认为公众对解决环境问题的热情既受

到自身生活水准提高又受到媒介警示性修辞的

激发；反过来由于美国媒体几乎都是受众—利润

导向，公众通过维持或丧失对特定议题的兴趣影

响媒体关注。唐氏赞同麦克卢汉所说的总体上

是受众在“管理新闻”，似乎隐含着社会关注与媒

介关注同步的结论。然而，一个议题的“社会—

政治生涯”不能仅从它的媒体生涯中得出推论，
[4]唐氏周期是一个议题—媒介—舆论互动的社会

过程模式而非专为评估新闻媒体的议题关注而

设计。[5]尽管如此，此后的许多历时性研究证明

环境报道也呈现唐氏周期特征，甚至某些驱动媒

体关注变化的因素也可以被唐氏模式所解释。[6]

基于公众对第二代环境问题（指有毒、危

险、核以及固体废弃物问题）与气候变化的认知

多源自外部信源而非直接经验，因此有必要评

估媒体对公众关注的影响。这种研究视角的变

化将议题关注周期研究与议程设置、框架分析

结合起来。屈波（Trumbo）证实5家美国主流报

纸的气候变化报道框架与信源偏好随着时间进

展（1985-1995）发生周期性变化，他将1988年

NASA科学家汉森（James Hanson）在国会作证前

视为“前争议阶段”，1992年地球峰会后为“后争

议阶段”，1988-1992年间是媒体关注达到峰值的

“争议阶段”。[7]麦考姆斯与沙纳汉（McComas & 

Shanahan）研究了1980-1995年间《纽约时报》与

《华盛顿邮报》的全球变暖叙事，揭示了危险后果

的叙事框架在报纸关注的上升期更为显著，科学

争议在维持期更为显著，应对全球变暖的经济学

在关注的维持期与下行期更为显著。[8]

环境传播学者们进一步分析了驱动媒体议

题关注的因素，恩戛（Ungar）聚焦1988年酷夏引

发的社会恐慌，认为极端高温与干旱“串联的物

理影响”催化了公众对新闻的需求，使全球变暖

对个人福利的威胁进入公众视野。[9]他预言如果

不依赖极端事件带来的“新鲜感与戏剧性”，全球

变暖议题将因无法重获80年代末那样的高度关

注而发生衰竭。欧洲学者比较了1996-2010年间

澳大利亚、德国与印度驱动报纸关注气候变化的

因素，发现社会反馈特别是国际气候峰会对三国

媒体的议题关注均有强烈影响。[10]与多数学者

聚焦外生性变量不同，布朗萨德（Brossard）等人

聚焦推动媒体关注的内生性变量。他们比较了

1987-1997年间法国《世界报》与《纽约时报》的

全球变暖报道，认为新闻体制提供了“评估一个

故事潜在受众兴趣的不同机会、标准与导向”，美

国新闻业更强调中立与客观因而比法国的“观点

新闻业”更易产生关注周期。[11]

然而多数对媒体关注周期的研究聚焦于单

一的气候变化议题，对整个环境领域的历时性考

察数量甚少。与本研究最为相关的是耶尔夫-皮

埃尔（Djerf-Pierre）的研究。[12]她跟踪了长达半

世纪（1961-2010）的瑞典电视环境报道，将整

个环境领域的媒体关注波动称为元周期（meta-

cycle），将单个环境议题的关注波动称为议题周

期（issue-cycle）。论文分析了单个环境议题如

何推动元周期的演进，揭示了50年里那些属于灾

祸、丑闻、警示与争议的单个环境议题获得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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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关注，是元周期的主要贡献者。但以上相关文

献均不涉及当西方主流媒体持续关注他国（尤其

是中国、印度这样经济成就与环境成本同样显著

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环境议题时在驱动因素上的

复杂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与《华尔

街日报》2000-2013年间所有中国环境报道为研

究对象，在factiva数据库搜索“中国”与“环境”

两个关键词，分别找到97、47、211篇报道，有效样

本分别为95（M=6.8）、47（M=3.4）、178（M=12.7）

篇，总有效样本320（M=22.9）篇。这些报道包括：

1.以中国的政府机构、组织、公民为主角或中国

作为环境事件发生地的报道；2.中国作为发展中

国家代表回应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域事务的报道；

3.以美国、欧盟或印度为主角，中国的现状、立场

与政策作为重要参考背景的环境报道；4.中国能

源需求对它国环境的影响。尽管三张报纸不可

能呈现中国环境的完整镜像，但基于它们的发行

规模、行业声誉以及各自不同的政治倾向，这些

报道能够折射美国报业对中国环境的议题与框

架偏好。

本文不仅考察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环境的

关注是否呈现唐氏周期，而且考察单个环境议题

对总体关注变化的驱动，因而将这320篇报道归

入12类环境子议题（表1）。必须承认某些子议题

之间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边界。比如总体环境污

染指的是一篇报道中提到了空气、水、土壤、重金

属等污染类型中两类以上的污染信息，因而被视

为一个独立的子议题。再如空气污染与气候变

化存在交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

放也伴随着温室气体排放。但如果报道没有提

到气候变化、全球变暖或温室气体等字眼，就归

入空气污染子议题。还有三峡工程虽然涉及清

洁能源、水污染与生态保护，但总体而言生态保

护议题更加突出。

分类结果表明14年来三家报纸都将中国回

应气候变化（包括全球变暖）视为最重要的子议

题，共93篇，占所有中国环境报道的29.1%。其中

《华盛顿邮报》20篇，占其全部中国环境报道的

42.6%；《纽约时报》33篇，占比34.7%；《华尔街日

报》40篇，占比22.5%。基于这一议题的报道量在

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本文通过折线图与回归曲线

拟合来反映2000-2013年间三家美国报纸在报道

“中国环境”与“中国回应气候变化”上是否经历

了完整的“元周期”与“议题周期”。同时，本文

将定位吸引或转移媒体关注、推动报道量与报道

焦点变动的“激发事件”，[13]以揭示三张报纸在建

构中国环境形象上的驱动力。

三、研究发现

《纽约时报》的中国环境报道在2000-2013

年间并没有呈现一个完整的元周期（图1），而是

处在唐氏周期的第二、三阶段重叠的上升期，即

既高密度曝光问题又聚焦问题解决的困难，报道

量总体呈递增趋势。报道量比较集中的分别是

2007（14篇）与2013年（19篇）。新千年的第一

个报道高峰出现在北京奥运会的前一年，14篇报

道中气候变化与节能减排议题占了一半，其余4

篇讨论环境污染总体恶化背后的矛盾与困境，2

篇讨论三峡库区滑坡引发的周边生态问题，还有

1篇报道年末北京空气污染，在奥运会前一年没

有完成“蓝天”计划。在这4篇讨论环境污染总体

状况的文章中，首篇提到了北京PM10与PM2.5状

况，揶揄“北京正在寻找天外救兵为2008年奥运

会清理天空”，此后的3篇评论都是对这篇报道的

回应。可见，推动2007年报道高峰的“激发事件”

是2007年底巴厘岛全球气候峰会，北京奥运会以

序号 议题类型

《纽约时报》

n=95

《华盛顿邮报》

n=47

《华尔街日报》

n=178

总报道量

N=320

f % f % f % f %

1 气候变化/全球变暖 33 34.7 20 42.6 40 22.5 93 29.1

2 空气污染 25 26.3 7 14.9 26 14.6 58 18.1

3 生态问题 12 12.6 1 2.1 22 12.4 35 10.9

4 环境污染总体状况 11 11.6 5 10.6 14 7.9 30 9.4

5 水污染 7 7.4 7 14.9 15 8.4 29 9.1

6 清洁能源与技术 2 2.1 3 6.4 17 9.6 22 6.9

7 环境治理政策 2 2.1 0 0 20 11.2 22 6.9

8 重金属污染 2 2.1 1 2.1 6 3.4 9 2.8

9 环境运动 1 1.1 0 0 8 4.5 9 2.8

10 绿色营销 0 0 0 0 4 2.2 4 1.3

11 土壤污染 0 0 2 4.3 1 0.6 3 0.9

12 其它 0 0 1 2.1 5 2.8 6 1.9

变异系数CV 1.37 1.45 0.75 0.99

表1 美国报纸报道中国环境的子议题类型

新闻与传播

20



及三峡库区滑坡。如果考虑到2006年美国前副

总统戈尔参演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以深

入浅出的科学传播形式成功触发全球热议，[14]这

一个中国环境报道高峰可能是当下、过去与将来

发生的事件联合推动的结果。

《纽约时报》的中国环境报道在2013年达到

了新世纪以来的最大峰值。在这19篇报道中，空

气污染议题占据了史无前例的11篇，由北京及其

周边城市持续的雾霾以及中央政府的回应（2013

年6月国务院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9月国

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所激发的。

然而议题本身可能并非推动报道量变化的唯一

因素，不能忽视媒体与受众的互动对议题关注的

影响。2013年2月《纽约时报》网络中文版开启，

意味着纸版的报道经过翻译与编辑后可经由网

络平台抵达我国的高端读者群。媒介融合战略

导致的受众结构变化可能是《纽约时报》放大北

方空气污染报道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后还有第

二代环境问题进入到它的报道视野，多种环境问

题的叠加使它对中国环境的关注还将维持在一

个较高的水平。

相比之下，《纽约时报》对中国回应气候变

化的报道却在2000-2013年间呈现了一个完整的

唐氏周期。本世纪的首次报道出现在2001年，随

之是长达4年的沉默，直到2006年出现上升期（5

篇），这与美国媒体对气候变化议题的总体关注

趋势一致：“学者们确认的早期关注峰值显然仅

仅是2006年以来气候变化新闻重大峰值出现以

前的初始阶段。” [15]2007年对中国节能减排的困

难、《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发布、中国在

碳排放交易中的角色以及巴厘岛气候峰会等7篇

报道将这一议题的媒体关注推上峰值。2008年

聚焦北京奥运期间的空气质量挤压了对中国回

应气候变化的关注（0篇）。2009-2012年议题关

注衰退，数量维持在4-6篇，2013年进一步下滑至

2篇。这种衰退可能在于媒体对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的根本矛盾（《京都协议书》地位认定上

的分歧）一时难以解决而产生了厌倦，但也可能

是因为中国不仅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宣布到

2020年碳强度（每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减少40-45%，而且在清洁技术投入、产业与能源

结构调整、气候变化应对立法等方面切实采取了

行动。由于在2017年《京都协议书》到期之前需

要有一个新的国际协议达成，美国媒体对中国回

应气候变化可能会迈入下一个关注周期。

《华盛顿邮报》总体对中国的环境报道量较

少（年均3.4篇），2000-2013年间它的中国环境

报道与中国回应气候变化报道都经历了完整的

关注周期，而且两者相当同步（图2）。中国环境

报道在2001-2006年间比较零星，在2007-2008

年间出现了一次小高潮：2007年的7篇报道中2

篇提到北京奥运的空气质量；2008年的6篇报道

图1  《纽约时报》中国环境议题关注与回归曲线拟合

○中国环境报道 □中国回应气候变化报道
中 国 环 境 报 道 的 回 归 方 程Y=-4.20+2.85t-
0.27t²+0.01t³, R²=0.69, F=7.41, p<0.01 
中 国 回 应 气 候 变 化 报 道 的 回 归 方 程Y=1.54-
1.33t+0.31t²-0.02t³, R²=0.51, F=3.40, p=0.06

 ○中国环境报道 □中国回应气候变化报道
中 国 环 境 报 道 的 回 归 方 程Y=1.74-1.86t+0.54t²-
0.03t³, R²=0.58, F=4.54, p<0.05
中 国 回 应 气 候 变 化 报 道 的 回 归 方 程Y=3.57-
2.85t+0.55t²-0.03t³, R²=0.35, F=1.79, p=0.21

图2  《华盛顿邮报》中国环境议题关注与回归曲线拟合

新闻与传播

21



中，3篇涉及奥运期间空气与水的质量。显然北

京奥运是这波报道高潮的“激发事件”。中国环

境报道与中国回应全球气候报道的峰值都出现

在2009年，14篇中国环境报道中有11篇与气候变

化相关，奥巴马访华与胡锦涛会谈气候变化等事

宜、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是“激发事件”。此后

对两类议题的关注都急速衰退，进入“后问题阶

段”。

   

 《华尔街日报》在2000-2013年间对中国环

境的报道没有呈现完整的关注周期（图3）。它在

2007年出现报道峰值（33篇），其中气候变化8篇，

北京奥运会空气质量讨论3篇，三峡库区滑坡引

发生态关注8篇，中国政府的环境治理措施6篇。

北京奥运、三峡滑坡与各级政府提出环境治理对

策推动了峰值的产生。中国环境报道在2013年

出现了第二峰值（24篇），其中空气污染7篇、水污

染2篇、环境运动3篇、政府环境治理4篇，北方持

续雾霾、黄浦江死猪事件、民众环境抗争、政府回

应环境问题是激发因素。相反，中国回应气候变

化议题却在2000-2013年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媒

体关注周期。2007年出现报道小高潮（8篇），激

发因素包括碳排放权交易争议与巴厘岛气候峰

会。2009年出现最大峰值（10篇），激发因素包括

当年9月第64届联大讨论气候变化应对以及12月

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此后与中国相关的气候

变化报道衰减，至2013年为零篇。

四、讨论与结论

唐氏强调议题关注周期由议题的属性以及

媒体与公众的互动决定，这一观点既有现实主义

又有建构主义色彩。从驱动媒体关注达到峰值的

事件看，美国主流报纸勾勒了以北京为中国的污

染中心，三峡、黄浦江、怒江、松花江等水污染或

生态风险流域呈散点分布，细颗粒物经由韩国、

日本，最后到美国西海岸呈带状流动的立体图

景。这种图景在水平与垂直方向均偏离现实：水

平方向表现为不仅报道空气、水与土壤污染比例

失衡（18.1% vs. 9.0% vs. 0.9%），对城市与农村、

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关注也不成比例；垂直方

向表现为将地下水污染、重金属污染、地质风险

等地表以下的环境问题排除在视野之外。究其

原因，首先视觉上不显著的环境与生态问题容易

被媒体隐形化；[16]从媒介经营层面看，受到新闻

生产成本制约，国外主流媒体在中国铺设的“新

闻网”相对集中在新闻资源与精英信源充沛的大

城市；[17]从新闻生产常规看，媒体不仅追逐令人

兴奋的议题，更是将议题建构为令人兴奋的。[18]

雾霾本身就比其它污染更加视觉化，更重要的是

雾霾发生区域涵盖一国首都，特别是一个政治意

识形态迥异、经济增速令人忌妒的新兴工业国家

的首都，污染地点因此具备比污染本身更令媒体

兴奋的特质，即它的政治象征意义。通过报道

PM2.5的标准之争与雾霾治理的困境，美国报纸

质疑了政府权威却无须担负政治冒犯的风险，那

么政治中心与污染中心在新闻报道中的人为重

合也就成了必然。一些议题本身不具备令人兴

奋的属性，而是社会的、机构的、传播的选择将议

题以令人兴奋的方式进行建构，这种叙事路径允

许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视角共存。[19]

在美国主流报纸报道中国在国际谈判桌上

与美国在减排上的分歧时反复强调的是两个背

景：一是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

放国；二是中国的煤炭消耗量是美国、日本与欧

盟的总和，而燃煤又是温室气体的最大贡献者。

图3  《华尔街日报》中国环境议题关注周期与回归曲
线拟合

○中国环境报道 □中国回应气候变化报道
中 国 环 境 报 道 的 回 归 方 程Y=2.09t0.83, R²=0.52, 
F=12.80, p<0.01 
中 国 回 应 气 候 变 化 报 道 的 回 归 方 程Y=1.52-
1.81t+0.51t²-0.03t³, R²=0.73, F=9.07,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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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中国被建构成全球变暖问题的症结，中国政

府被视为解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气

候义务争议的关键。因此，每当中央政府做出节

能减排、环境治理、能源结构调整等重大战略决

策时，总会激发《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热情（20

篇，占比11.2%），同时它也热衷从经济视角分析

中央政府的环境与能源决策为跨国公司的清洁

技术输出带来巨大商机（17篇，占比9.6%）。但是

正如建构主义所批评的那样，媒介学者过度聚焦

于已经成为媒体与公众议程的议题，却很少研究

旨在使议题远离公众或媒体视线的议程管理；与

议程设置同样体现权力关系的是将议题隐藏起

来免于被讨论的权力。[20]在美国报纸的中国回

应气候变化报道中，有两个事实被有意无意地淡

化了：1.中国能源密集型商品大量出口，为进口

国承担了碳排放等环境成本，气候谈判不能对全

球生产与贸易结构视在不见；2.根据国际能源署

2007年数据，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远远低于美国

（4.6vs.18.7立方吨）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新闻最

有力的影响就是它们赋予了逍遥视野之外的破

坏性条件免于受到注意与批评。[21]对美国民众

的高能耗生活方式视而不见，却片面将中国视为

气候变化的症结，正如一个媒介研究的制度视角

所观察的那样：美国的传播媒介并不天然服务于

环境主义目标，它还推动与环境主义相对立的消

费主义与物质主义，后两者是主导社会范式的组

成部分。[22]

尽管文本显示中国政府的节能减排措施

出台与国际气候会议的召开常常触发美国主

流报纸对中国回应气候变化的报道，但上述

因素不能完全解释美国报纸对这一议题的关

注。有少数传播学者借用政治学的“多源流”

（Multiple Streams）与“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理论，试图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影响

媒体关注气候变化的变量体系。[23]使用不同的术

语，这两种理论确定了推动决策者关注公共问题

的系统性因素：问题指标的改变、焦点事件与权

益相关人反馈。刘（Liu）等学者用大气中的二氧

化碳浓度与美国历史上的极端天气两个问题指

标、联合国气候大会这样的国际焦点事件以及科

学家的反馈作为因变量，发现指标的变化对媒体

关注没有显著影响，而焦点事件与科学家反馈则

有不同程度的影响。[24]谢弗（Schäfer）等学者以
国内极端天气指标、联合国气候大会、国会讨论

与环境NGO行动等作为因变量，发现除德国2002

年的“世纪洪水”之外，极端天气对澳大利亚与印

度媒体的气候变化关注均无影响，但国际焦点事

件以及政治家与社会组织的反馈对三国的媒体

关注均有显著影响。[25]本研究同样发现我国的

极端天气，如2012年南方高温与华北暴雨均超历

史记录，甚少触发美国报纸对中国回应气候变化

的报道，但是国际能源署统计数字中的中国碳排

放量指标（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

体排放国）却作为重要背景在中国回应气候变化

的报道中被频繁提及。这可能因为极端天气与

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科学证据上的不确定性，同时

他国的极端天气未必引起本国受众的恐慌因而

未能突破国际新闻报道的阈值。美国媒体对中

国回应气候变化的关注也受到媒体所在国的政

治、经济、社会等外生性因素的影响。一些研究

认为共和党总体上对环境主义与全球变暖议题

持公开的敌意，因此可能阻止气候变化议题进入

到议程设置过程。[26]三张报纸的中国回应气候

变化报道都在2006年步入上升期，到2010年出现

衰退，而2006年民主党重新赢得参、众两院多数，

2010年共和党人夺回了众议院的控制权，议题关

注周期与美国政治权力转移同步。以上说明激

发一国媒体关注他国环境议题的外生性变量是

多元的，既可能是来自媒体所在国，也可能来自

被报道国，推动报道量上升达到峰值的往往是多

个“激发”因素的迭加而非单一因素。

以上对影响媒体关注因素的研究都聚焦

外生性变量，缺乏对媒介组织内生性变量的考

察，如编辑资源、政治立场、新闻价值等，或者说

缺乏对新闻文化的考察。希尔加特纳与伯斯克

（Hilgartner & Bosk) 认为一个问题的生命周期更

多地与公共论坛如媒体的问题建构有关，而更少

与公众关注有关；[27]与其说是关注的自然衰退，

制度性的因素如版面容量、空间竞争以及维持

戏剧性的需求影响了关注的走向。报纸运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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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的资源限制，如版面、成本、注意力等，因

此存在着议题之间的空间竞争。在美国主流报

纸的中国环境报道中，北京奥运是竞争力超强的

议题。《纽约时报》的中国回应气候变化报道在

2007年风生水起（7篇），在2008年却受到了北京

奥运环境质量议题的强势冲击（0篇），在2007与

2009年两个报道高峰之间出现了异常明显的低

谷。《华盛顿邮报》同样在2008年排它性地聚焦

在北京能否兑现“绿色”奥运的承诺上。《华尔街

日报》的中国回应气候变化报道也在2008年出现

了明显回落。这说明在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环

境报道上，政治象征意义要优于其它新闻价值要

素，其次才是相关性。但在建立受众利益的相关

性上，每家报纸的实践各有特点：《华盛顿邮报》

注重议题与美国受众的相关性，其中国回应气候

变化报道占中国环境报道的比例最高（42.6%）；

《纽约时报》重视在叙事框架上引发美国受众的

关切，如对中国空气污染的报道总会引用细颗粒

物漂移到美国西海岸，影响加州空气质量的研究

报告，从而将中国的空气污染纳入到国内环境议

程；《华盛顿邮报》的受众相关性体现在它分析中

国的环境治理政策对跨国公司业务特别是清洁

技术出口的影响，为其核心受众监视并警示商业

环境变化。

唐氏详述了议题关注周期的三个中间阶段：

“惊现与欣快的热情”（第二阶段）是公众突然意

识到一个特定问题的邪恶，热切期望社会有能力

在短期内解决问题，这种乐观主义倾向源自美国

人将社会进步的障碍视为存在于社会结构外部。

“认识到重大进展的代价”（第三阶段）意味着公

众逐渐明白问题解决需要制度安排的调整，甚

至要牺牲自身的某些利益。“公众兴趣的逐步衰

退”（第四阶段）是指更多公众感到受挫或厌倦，

同时竞争性的议题正在进入第二阶段对公众施

加新的刺激。但唐氏模式被用来考察媒体关注

则需要某种程度的修正。屈波（Trumbo) 认为媒

体关注的第三、四阶段之间明显重叠：90年代初

解决全球变暖的困难成为新闻，但同时媒体关注

也开始退潮，美国滑入持续的经济衰退（被“沙漠

风暴”行动所累）并开始热衷预测新的总统选举，

“唐氏周期的各个阶段独立运作或者以严格的线

性方式运作是不可能的”。[28]因此，他将唐氏的

五阶段议题关注周期修正为三阶段媒体关注周

期（“前争议”“争议”与“后争议”）。事实上，媒

体关注的第二、三阶段之间也没有明确的边界，

三张报纸的中国环境报道都以新闻分析为主，呈

现的是恩特曼（Robert Entman）的框架结构，既

定义问题又同步阐释原因并分析问题解决的系

统性困局。[29]从2004年报道怒江水电开发起，《纽

约时报》就已经在剖析众多环境议题背后中央治

理决心与地方GDP导向、东部能源需求与西部生

态风险、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速放缓、能源结构调

整与新生态问题、社会稳定与公民环境诉求等多

重困境。2007年它的一篇评论直言“中国难以实

现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目标说明这个国

家的环境问题至少是部分系统性的”，[30]而正是

2007年它的中国环境报道量达到第一个高峰，说

明媒体关注的第二、三阶段高度重叠。唐氏的自

然史模式被批评为对社会问题演进的线性描述，

而现实可能是“许多问题同步存在于几个发展阶

段，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演进方式变化多

端，足以质疑认为有一个典型的议题生涯存在的

观点”。[31]

总体而言，唐氏模式为理解国际媒体的中国

环境建构提供了中观视野。通过历时性考察它

不仅帮助勾勒中国环境议题得到国际关注的演

进轨迹，而且基于对媒体关注激发因素的偏好分

析，它在一定程度可以帮助判断未来中国环境形

象建构的向度。然而这种中观的视野应当佐以

议程设置、框架分析，甚至话语分析等微观路径，

并考察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变量，才能完整解

密国际媒体对中国环境的形象建构及其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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